
受性侵害少女的照顧 

 

我們不是從一種正常的社會人格或是從理性的自主，或是能自己做出改變的部

分去思考，而是透過照護的過程，讓受照護者能享有一個完整的人格。 

對助人工作者而言，每個個案都是一個真正的他者，無法透過預設的立場來接

近她，相反地，需要放下原來的預設，才有可能往這個他者靠進一步。 

 

 
摘要： 

 
被照顧者的身份轉換 

張瑋莉督導提到，一開始兒少保護的安置機構是為了救援被認為從事性交易

的孩子，讓他們有個可以緊急避難的地方而不會被剝削他們的業者騷擾。後來隨

著法律變更，從事性交易的孩子被稱為受到性剝削的孩子，之後又都視為受到性

侵害的小孩。這導致了實踐上觀點的翻轉，一開始認為兒童是價值觀偏差或交友

不慎才從事性交易，更名為性剝削後，則著重在釐清社會和環境如何使得孩子有

這樣的際遇。張督導也提到，最近受到家內性侵的個案也愈來愈多，這些小孩可

能要等到上學接觸同學之後才意識到自身經驗的不尋常之處，這種狀況難以及早

被舉發。然而，進入安置機構也是另一個困擾的開始，這意味著與重要的照顧者

分離、要他們視為壞人，小孩可能因此感到混亂與罪惡感。對此，安置機構仍有

許多嘗試。例如將他們視為受到創傷的人，轉介心理諮商與藥物治療，但是這仍

無法有根本性的幫助。張瑋莉督導認為，社工們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才是關鍵。 

 李維倫老師點出，這些小孩從犯罪的人變成了受害者，後來又變成了病人，

對他們來說，安置的意義可能會有所不同，小孩可能會有不同的經驗和人際關係

的變化。李老師問得直白，在精神醫學的角度下，這些小孩可能可以合理地被當

作需要照顧的對象，但是如果小孩吃藥之後可以減輕別人的麻煩，他是否還有不

吃藥的權利？這涉及我們如何思考這個照顧系統。 

 

給孩子一個暫時的家？失能的家庭與中介性的機構 
 孩子剛進入安置機構時都會填寫量表，結果顯示許多人的自我價值觀很低，

認為自己不重要、不被愛。於是寄養家庭服務與安置機構有一個想法，要「給孩

子一個暫時的家」，如果孩子因為原本的家庭環境失去功能才有這樣的處境，那

麼對於孩子的陪伴與引導也許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整理經驗、讓他們發現還有與他

人連結的不同方式。近年來社工們也開始反省，這樣的想法假設了進入社福體系



就一定是安全的，也忽略了機構畢竟不能代替家庭。事實上，體系並非萬能，社

工不論在哪個時間點介入都會遇到困難。 

 張瑋莉督導分享，曾經有小孩從小就被納入社福體系，被安置在寄養家庭中，

可是等他成長到青少年時還是被通報遭到家裡的人性侵，因而轉入安置機構，即

使一直以來都有社工家訪，可是小孩不一定信任社工，社工也不一定能看出家庭

裡的秘密。除此之外也有受害者變成加害者的例子，因為遭到侵犯而進入機構，

可是無法拿捏對性的好奇而對機構中更小的孩子「實驗」，因此又被安置到其他

機構。也有小孩的家長本身從事性工作，使得孩子以為可以透過交換的方式與人

建立關係，這種互動腳本與價值觀念深深地影響了孩子，需要社工與孩子以很長

的時間與很大的努力一起去釐清、看見破碎的家庭樣貌。這些實務上的難題引導

我們繼續思考：寄養家庭與機構作為暫時性的家是否有無法避免的限制？又，破

碎的家庭是否仍有作為家的重要性與可能性？在其中的小孩們在經歷的又是什

麼？ 

 督導說，機構雖然提供物質上的照料但是不能取代家庭，小孩也知道這不是

他家。許多小孩剛入園時都會有便秘的問題，這看起來是件瑣事，但顯示他們知

道這是一個陌生的空間因而感覺到壓力。社工能做的是提供一個不需要擔心吃住

等基本需求的環境，並透過日常的關心、藝術課程或團體運動與孩子建立聯繫、

幫助減輕壓力以及發現他們的才能。有的小孩子擅長打球，有的喜歡畫畫，他們

的潛力還有接觸這些活動的機會可能原本就存在，只是被原先的生活所遮蔽了。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就會慢慢去想，也許他可以透過畫畫或打球的方式與人交

朋友，藉此回到學校或社會。 

李維倫老師說他曾遇到一個個案一直從機構中逃跑，他知道在機構中可以吃

得好、睡得好，可是正因為機構太好了，他認為會使他軟弱。這個小孩知道自己

長大成人後仍要獨立生活，因此想要「鍛鍊」自己，不願待在安穩的環境。他其

實比成人更有現實感。因此，李老師進一步點出，不能只把這些人當作受害者、

只看見他們創傷、看見他們的過去，而是要和張瑋莉社工所做的一樣，看見他們

的能力、看見眼前這個人的當下。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擱置線性時間和因果

性的思考方式。 

不過，李老師進一步提問，這也考驗我們看待能力的方式。如果很會運動算

是一種能力，那很會社交是否也是一種能力？長得很漂亮算不算也是一種能力？

當我們在考慮個案擁有的哪些長處能夠幫助到他時，我們是否也需要擴展對於能

力的想像？ 

 

難以談論、難以思考的性與倫理 

 接續李老師的問題，在場同學繼續提問，有沒有可能在犯人、受害者、病人



等身份以外，有一種正常的、快樂的、享受性行為的主體身份？有沒有可能從事

性交易或被認為性侵害的小孩自己一開始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而是因為他原有

的價值體系與社會的價值體系發生衝突才產生混亂？有沒有可能將做愛視為和

打網球一樣，不賦予特定的意義與禁忌？ 

 李維倫老師回應，在古希臘孌童是貴族的消遣，而現在也的確有相關的倡議

協會。儘管這些看似是中立的學術討論，但曾有學術研究指出兒少性侵害不必然

產生創傷而被孌童倡議團體引用以支持自身理念，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彈。因此，

討論問題時似乎要釐清是在哪個層次上討論。我們目睹兒少遭受性侵害時所處的

倫理位置、社會大眾的價值信念以及學術研究的科學關懷，可能是有差異的。 

張瑋莉督導回應，性工作不一定是絕對的對或錯，有人從小夢想成為性工作

者並被拍成自傳電影，機構也曾有過表示對性感興趣、想從事性活動的個案，這

些個案也許不叫作被剝削或被侵害，但是如果他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性工作者，

法律和國際兒童公約就規定他應該要被保護。這麼做不是用評價的方式把個案當

作受害者，而是幫助他整理經驗、與他當下的狀態互動、與他討論他的理念。這

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有著傾聽、同理甚至認同，因此保護與開放的態度並不衝突。 

 不過，如果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保持開放的態度，有沒有可能造成另一種危

險？在場同學提問，討論兒少保護時，也許更應該考慮社會正義的問題。在定義

正常或不正常時，我們可以去問該定義是否是由掌握較多權力的人做出的。但是

在家內性侵的情況中，孩子經常是沒有選擇的，只能被動遵循父母的意願，因此

他所主張的價值觀不能視為一種相對的選擇。如果我們不出於社會正義而介入，

正義這個詞就沒有意義了。 

 以上討論開啟了重新反思的空間，似乎在討論性——尤其是兒少的性時——

遇到了一些模糊與困難，因而需要將性重新概念化。 

 在場的汪文聖老師提出，哲學家經常區分不同的存在狀態與情感，以漢娜鄂

蘭為例，他區分精神與心靈，愛屬於精神層次，性屬於心靈層次，做出一些基本

的區分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問題。比如在性愛一詞裡，性與愛可能兩者都有，性侵

則可能是性與其他情感交織在一起。藉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是否友愛、宗教

性的愛會比性愛更高層次。 

林遠澤老師則指出，過去的倫理學太常談人格尊嚴和人權，但是對於性侵害

受害者來講，他在生活世界裡面所經驗到的事情、他所需要的事物，可能不同於

他作為具有人格尊嚴的人或具有權利的人。討論性侵害時，面臨到的是一個有身

體情慾的人，於是問題是去了解身體情慾的滿足對個人的自主性或整體性的意義。

一個人在愛裡面如何建構完整性和整體性，跟一個人在社會的相互承認之中能得

到什麼主體性，或一個人在國家之中享有什麼權利以至於能享有什麼主體性，這

些涵義應該是相當不同的。應該先了解這一點，才能夠相應地發展出在性侵害被



害人的照護方面有效的或能夠幫助到受害者的方式或活動。 

李維倫老師補充道，忽略了人作為有情慾的人會有的需求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有些安置機構或精神病院之所以有集體性侵的問題，部分是因為從來沒有人去想

過長期住院者的性需求，不過這些東西是真實存在的。 

李老師也提到，照顧工作不是在無菌室中進行，必須兼顧法律、倫理、個案

的狀態以及其他條件。有些年輕的兒童或青少年與家裡斷絕關係，家庭對他們而

言可能是個地獄，如果禁止他們在午夜後待在網咖，他們可能選擇從事性交易換

得有個空間能夠過夜，如果又嚴格取締性交易，這些人可能會陷入更悲慘的處境。

也有人離開家庭後選擇加入幫派，與朋友去搶超商，但這是他們失去依靠後，藉

以與他人產生聯繫、建立生命秩序的方式。照顧者於是面臨抉擇，究竟要讓他回

到權威式的家庭關係，或是允許他發展這種患難之交的同儕關係？這些是實務工

作會遇到的困難問題。 

 

照顧的技藝 
 衝突的倫理與糾葛的情感都挑戰著社工與心理師等照顧工作者，要求他們穿

過抽象概念以及既定的處遇方式去看見個案的生活世界。照顧工作並非要訴諸理

性的力量或是強加特定的社會價值，工作者與個案的遭逢都是一個涉及關心、陪

伴、傾聽、猜測、磨合、堅持、反省的複雜嘗試。 

李老師說明，雖然照顧工作的部分目標是幫助個案釐清他與家庭之間的關係，

但是不能將其簡化為「理解－諒解－救贖」的認知歷程，如此太過理性化，忽略

了這可能是連成人都很難做到的任務，更不用說是受到侵害的小孩。照顧工作涉

及非理性，甚至還有價值的翻轉。張督導說，曾有兒童在原生家庭天天受到虐待

而逃家，被安置到教養能力很好的家庭時也一樣如此，問他以後才知道，原來新

的家庭對他的關心，例如邀請一起吃水果、看電視，對他而言都是一種壓力。照

顧工作有時像是個驗證假設的過程，工作者難免帶著價值觀介入，有時運氣好會

成功，其他時候則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強加某種價值在個案身上？或是這讓個案

看見另一種選擇？又或者透過同理心與傾聽，個案能夠提出自己的選擇呢？ 

 照顧工作不只是個人化和充滿不確定性，有時甚至也是戲劇性的。張瑋莉督

導分享一個例子，曾有個小孩從小是棄嬰，他一直無法接受自己要一直待在安置

體系裡面，也無法接受自己的名字是菜市場名。有次帶他去算命，算命師重新了

解他的過去、幫他改名，改名之後他的人生彷彿重新啟動一般，覺得從此刻開始，

人生才是自己的。這件事讓張督導意識到，在實務工作上，如果個案當下需要的

就是這類幫助，算命或宗教性的療癒作為一種工作方法，似乎也未嘗不可。 

 在理想的情況下，工作者與個案的狀態都穩定的話，就可以配合著個案的狀

態去關心他、了解他的想法與感受。可是工作現場中，有時與個案之間的相處是



很接近、快速、充滿情緒的。當個案也充滿壓力、無法透過話語表達時，如何靠

近他的狀態呢？最後，張督導分享了與一個個案工作的經歷。在第一次會談裡，

個案反反覆覆地想要撞門出去，督導也不斷地請他回來再談，如此經過了三四個

小時，其實沒有講到什麼話。但一段時間下來，好像也可以分辨出一些細微的差

別，有時候他好像是因為緊張而想逃離，有時候是因為憤怒。曾有一次，個案抓

著督導的手去撞門，可是抓握的力道是輕的，此時督導好像突然了解了什麼，就

告訴他「我知道你很生氣，但你沒有想要傷害我」。猜對了，他的手就放掉了。

即使督導到現在仍不確定自己當時是否正確地理解了他，但是透過手的抓握力道、

眼神、反覆地衝撞，在這些很個人化的、私密的細節裡，最後也撞出了一些理解，

兩人和平地走出會談室。這次會談不是張瑋莉督導與這個個案工作的終點，這次

經驗也沒有對兩人的關係產生決定性的改變，但是它就像是照顧工作的縮影：藉

由不斷地反省、嘗試、分辨以更靠近個案，在不確定之中堅持下去。 


